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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歌到指義 

：論三百篇的原始質性與春秋貴族用《詩》的意義轉換 

 

黃忠慎
*
 

 

摘要 

中國在周朝已經擁有嚴密的政治組織與高度的文明教化。完成於西周初

年至春秋中葉的《詩經》，其原始作者出自統治階層、士大夫與平民百姓，三

百篇的內涵因此顯得豐富多變。 

無論《詩經》與《樂經》是否二而一，原始詩與樂之間的關係的確密不

可分，是以孔門的「樂教」包含了《詩》的研習。不過，作為春秋貴族、使

節賦詩行為的溝通工具之三百篇，顯然詩句的意指才是雙方交流的重心。春

秋中期之後，文化上逐漸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詩教」與「樂教」開

始分道揚鑣。 

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適度輔以西方的一些學術理論，析論春秋時代《詩

經》聲義的轉換過程，全文重點在解析〈風〉、〈雅〉、〈頌〉的原始質性，說

明春秋貴族階層如何運用《詩經》的文化功能，達成溝通與說理的目標。 

 

關鍵詞：《詩經》、賦詩、刪詩、語用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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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y song to express particular meaning： 

Talk about original and early quality and the usage of the spring 

autumn nobility of meaning convert of Book of Poetry 
 

Chung‐Shen Huang（黃忠慎）* 

 

Abstract 

China  has  already  owned  tigh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 

culture  of  height  in  the  Zhou  Dynasty.  Its  be  completed  to  west's  Zhou  to 

Spring‐Autumn period of  ,  its original author comes  from  ruling class, private's 

doctor and civilian common people and 300 article contents consequently seem 

to be abundant to much change. 

No matter  Shih  Jing with Music whether  2  and  1,  the  relation  between 

original poem and of  joy  is  really  inseparable,  is  included by "the  joy  teach" of 

the hole study. However, is 300 that the spring autumn nobility, envoy composes 

poem  on  occasion  behavioral  communication  tool,  obviously  the meaning  of 

poem is the center of gravity that both parties communicate. The autumn middle 

of  spring  appeared  the  situation  of  "the  gift  collapse  happy  bad"  gradually  in 

culture  after  and  "the  poem  teach"  and  "joy  teach"  begin went  by  different 

roads. 

This text usage cultural heritage analysis method, appropraitely assist with 

some academic  theorieses of west,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onvert process of 

voice righteousness, full text point at analyze. 

 

Key words：Shih Jing , compose poem on occasion, delete poem, language to use 

to learn, field theory.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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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詩歌的起源時期可以上溯至周代之前，不過，收在明儒楊慎

（1488‐1559）《風雅逸篇》與馮惟訥（1513‐1572），《風雅廣逸》、《詩紀‧古

逸》中的作品，若非後人偽作，即是後人追記時有所改動，1因此，要瞭解早

期的中國詩歌，還是得透過《詩經》。《詩經》敘寫之時代綿亙，包含西周初

年至春秋中期五百年間之實貌。2 

在西周之前，中國的統治者已經特別重視樂教，3而儒家又大力提倡「禮

教」，以為「樂者，通倫理者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樂者，天地之和

也。禮者，天地之序也」，4秩序與和諧正是禮樂文明的主旨。所謂的「樂教」

指的音樂文化的教育，包括詩歌（語言及歌唱藝術）、音樂（樂器使用與音樂

鑒賞）、歌舞（表演藝術）的接觸與浸潤，推廣、進行這樣的文化、教育活動

不僅為人們帶來了愉悅的過程與結果，也有中和性情、溝通情感的作用，這

是先秦儒家特有的德育、美育觀。5 

                                                       
1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歌的起源，還遠在《詩經》之前。《詩經》既然是一部周

代的詩選，所以我們就把周代以前（西元前 1066 年以前）的時期算作詩歌的起源時期。

《詩經》以前的古詩歌，大都收集在楊慎的《風雅逸篇》、馮惟訥的《風雅廣逸》及《詩

紀》前集十卷〈古逸〉裏。其中有神農時的〈蜡辭〉（見《禮記‧郊特牲》），有黃帝時的

〈彈歌〉（見《吳越春秋》）、〈有焱氏頌〉（見《莊子‧天運》）、〈遊海詩〉（見王嘉《拾遺

記》），……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真的，但在後人追記的時候不免有些改動，有的可能

就是後人偽託的。它們既然真偽難分，我們也就無所依傍了。」《中國詩史》（天津：百

花文藝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3‐4。 
2   詳拙著《詩經全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 年 9 月），〈緒論〉，頁 1。 
3   俞正燮（1775‐1840）：「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

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癸巳存稿》（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 3 月），卷 2，頁 65。劉師培（1884‐1919）：「古代教民，口耳

相傳，故重聲教（原註：「故〈禹貢〉言聲教迄于四海。」）。而以聲感人，莫善於樂。……

古人以禮為教民之本，列於六藝之首，豈知上古教民，六藝之中，樂為最崇，故以樂教

為教民之本哉！」〈古政原始論‧學校原始論〉，《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

1975 年 4 月），第 2 冊，頁 806：28a‐28b。徐復觀（1903‐1982）甚至說：「即使是禮的觀

念正式形成以後，通過西周的文獻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資料來看，禮在人生教育中所佔

的分量，決不能與樂所佔的分量相比擬。」《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5 月），頁 3。案：古籍有關先王樂教之記載詳後。 
4   以上引文分見《禮記》之〈曲禮〉與〈樂記〉，《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卷 1，頁 14；卷 37，頁 665、669。案：本文所使用之《十三經注疏》皆為臺北藝

文印書館影印阮元（1877‐1927）校勘本，不各自標示。 
5   呂東方，〈論先秦時期儒家禮樂文化的生成及現實意義〉，《音樂天地》2006 年 8 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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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樂本來就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6《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班固引此而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

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孔穎達釋之云：「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7詩、歌與舞在古代除了關係密切

之外，亦有其固定之順序，《禮記‧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

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

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8樂乃「德之華」，其重要至此，且又與詩密切

聯繫，所以孔門的「樂教」才會包含了三百篇的研習。 

到了春秋中期，社會結構有了極大的變化，文化上逐漸出現了「禮崩樂

壞」的局面，貴族流行的賦詩斷章行為更對詩樂之分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終至「詩教」與「樂教」可以分道揚鑣，甚至，漢儒還以「不歌而誦」的後

起解釋看待「賦」字的意義。9 

《詩經》在漢文帝之時領先群經而設了博士之官，10然而《詩經》從聲

義並重到轉為專門研析詩辭、篇旨，其中充滿曲折繁複的過程，本文論述先

                                                       
6   范家相（1715？‐1769）：「生於心而節於音謂之詩，故一言詩而樂自寓焉。委巷小兒，聯

歌拍臂，皆可配以管絃。優伶俗樂，吹竹彈絲，亦能別翻新調。一言樂而章曲亦自生焉。

是故人之有詩，非必緣樂以作；聖人作樂，非必因詩以興。而詩為人聲，金石絲竹為物

聲，各有相須之妙。聖人見其然，因之以詩入樂，亦以樂合之於詩而成樂。古之樂不可

得聞矣，然觀四詩之中，短長參差，體製不一，明是因詩而合樂，非必因樂以作詩也。」

《詩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8 月），卷

1，頁 596：4a‐b。 
7   分見《尚書正義》，卷 3，頁 46（案：此文在《今文尚書》中屬〈堯典〉）；〈藝文志〉，漢‧

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11 月），第 6 冊，卷 30，頁

1708。 
8   《禮記正義》，卷 38，頁 682。案：樂器，一本作「樂氣」，孔《疏》：「三者本於心，然

後樂氣從之者，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

原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

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氣從之也。」《禮記正義》，卷 38，頁 683。 
9   《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漢書》，第 6

冊，卷 30，頁 1755。 
10   《後漢書》：「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

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南朝‧宋‧

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8 月），第 6 冊，卷 48，

頁 1606。章懷太子李賢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不知何據？」案，《漢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

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儒林傳〉：「贊曰：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

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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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詩經》聲義的轉換過程，藉以瞭解三百篇的原初性質與春秋貴族運用《詩

經》的相關問題。 

 

二、具有強烈政教意圖的「頌」與「雅」 

《詩經》的產生時代與作者是歷代學者都會觸及的問題，今人在論及兩

周禮樂制度下的《詩》學發生時，有謂《詩》之結集歷程包括：宣王中興與

《詩》之第一次結集，平王崇禮與《詩》之再度編輯，孔子刪詩與《詩》之

三度編輯，11如此精細具體的論述，是否可信，有待檢驗，目前較具普遍的

共識是將《詩經》視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以前，先民長期累積的集體詩歌

創作合集，其整理、編輯、保管者為各國的太師、樂工，而孔子則為之作了

                                                                                                                                                       
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班固述及武帝設五經博士，並未言及《詩

經》。以上兩段記載分見《漢書》，第 7 冊，卷 36，頁 1922；第 11 冊，卷 88，頁 3620‐3621。

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

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惟《詩》而已。景帝以轅固

為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

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

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困學紀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2 月），頁 320：33b‐321：34a。皮錫瑞（1850‐1908）

以為王氏之語不可盡信：「案《史記‧儒林傳》，董仲舒、胡母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時

為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詩》一經矣。特至武帝，五經博士始備。」《經

學歷史》，頁 65。案：宋‧章如愚《羣書考索》云：「漢之諸儒，於經各自名家。漢之為

制，每家則各立博士。初，叔孫通為博士，是時雖有博士之官，而挾書之律猶未除。至

惠帝除挾書律，孝文復廣游學之路，而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論語》、《孝經》、《爾雅》皆

置博士，至五經家得列於學官者，不過《詩》而已矣。故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

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謂此也。景帝復立齊轅固《詩》，而他經猶未立也。

至武帝，憲章六學，始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羣書考索》，後集，卷 33，《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9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頁 460：18b‐19a。其

實，此說雖有趙岐、劉歆之言作為依據，然「西漢先設《論語》、《孝經》、《孟子》、《爾

雅》等傳記博士，其後設《詩經》博士，最後才以五經博士取代傳記博士」之說，依然

可謂經學史上之禁不起檢驗之常識。以漢儒觀點，經書之價值遠高於傳、說、記，經書

尚未設博士之官，傳記先設，絕無此理。根據近人徐復觀的研究，經學博士成立之前，

無論以何典籍被拔擢為博士之官，其博士乃代表知識，並非代表知識來源的某一典籍。《漢

書》記載「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於文帝時為《詩》博士應無

疑義，韓嬰、賈誼於文帝時為博士，轅固、胡母、董仲舒於景帝時為博士，則仍然非屬

「專經博士」，詳《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年 5 月），頁 71‐73。 
11   詳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9 年 10 月），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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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重編或整理的工作。12除了極少數的篇章敘及作者之名，絕大多數

的作者迄今無法稽考。13 

〈風〉、〈雅〉、〈頌〉性質大異其趣，理論上，此三大單元既然構成了《詩

經》的規模，則三者之間必定具有某種共同之旨趣、意義或理則，否則就沒

有理由、更無必要匯聚於一處。 

「雅」、「頌」的專稱以及詩歌產生的年代比「國風」早上許多，在歷史

的意義上，「雅」、「頌」是《詩經》較早的組成部分，不僅在史料學上有很高

的價值，在研究《詩經》的產生問題上，應該也是頗具啟發意義。 

典型的「頌」詩是祭祀神祇或祖先所用之樂歌，其內容主要是將先人與

執政者的成功告祭於神明兼且祈福，14由於《詩序》為「頌」所下的定義充

滿宗教倫理意涵，15而宗教祭祀活動原本即為「禮」的根源，16故可由此見出

                                                       
12   大致而言，三百篇以〈周頌〉的完成時代最早，大約都是西周初葉一百餘年間的產品。〈大

雅〉有幾篇似乎是西周初年之作（案：近人孫作雲（1912‐1978）表達異議，詳後），但多

數作於西周中葉以後，東周初葉的作品可能也有幾篇。〈小雅〉略遲於〈大雅〉，多數作

於西周中葉之後，少數甚至於作於東周初年。比較晚出的是〈國風〉，此一單元中的多數

作品作於西周晚年至東周春秋中葉。至於〈魯頌〉四篇與〈商頌〉五篇，也都出現地很

晚，幾可確定是春秋時期的魯國與宋國之作。至於樂官與《詩經》的關係，則略如余冠

英所云：「詩的傳授者最初是樂官。古代貴族所受教育以詩樂為先，而掌教者就是樂官。

《周禮‧春官‧太師》：『太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禮

記‧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這些話都說明樂官兼管教育，他們是詩

學老師。」《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 5 月），〈前言〉，頁 4。此外，關

於樂官對於《詩經》成書所起的作用，與孔子跟《詩經》的關係可參陳元鋒，〈詩經：樂

官文化的範本〉，《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3 期，頁 76‐81；楊隽，〈周代

樂官與典樂詩教體系〉，《文學評論》2008 年第 6 期，頁 43‐48；屈萬里，《詩經詮釋》（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 3 月），頁 7‐11。 
13  詩文言及作者的有〈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寺人孟子，作

為此詩。」〈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另外，《尚書》謂周公作〈鴟鴞〉，《左傳》謂許穆夫人作〈鄘風‧載馳〉，《國語》以為〈小

雅‧常棣〉為周公作，但《左傳》則以之為召穆公作，此外，《詩序》有時也提出某人作

某詩之說，但研究者多以為不可輕信。 
14   案：有關〈頌〉詩本義的釋述，從古至今累積的說法已達十餘種，其詳可參賈舒，〈頌詩

本義的思考──讀《〈頌〉詩新考──「頌」為原始宗教誦辭考》〉，而賈氏個人為「頌」

詩所下的定義則是：「周朝早期祭祀、慶典歌舞表演時讚頌先祖功德和祝告神明的樂歌」。

賈氏又云：「現在所見的〈頌〉詩，就是樂歌的歌詞，配之以曲譜，就是樂歌（《詩經》

中記載的樂器達 29 種，上博簡《竹書孔子詩論》記載了專門演唱《詩經》的樂譜），再

加上伴舞，就成了舞蹈。但就文字而言，它就是一個承載著樂曲和舞蹈的載體，通俗地

講就是歌詞。」〈頌詩本義的思考──讀《〈頌〉詩新考──「頌」為原始宗教誦辭考》〉，

《前沿》2009 年 5 期，頁 171‐175。 
15   〈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正義》，卷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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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詩與人們生活關係之密切。雖然我們現在僅能看到「頌」詩的書面語

言，但是原始的祭祀行為，本為詩歌、音樂與舞蹈結合的綜合形式，這在中

國古典文獻可以找到記載，17因此，假若三代以前之樂舞，大致起源於祭神，

而在宣唱「頌詩」時，詩歌與音樂、舞蹈必須連動，18那麼，「頌」之完整內

容當然應該包含詩文、音樂與舞蹈三個元素。19又如果「頌」在操作時是具

                                                                                                                                                       
18。朱熹（1130‐1200）：「頌者，宗廟之樂歌。……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

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

五篇，因亦以類附焉。」《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71 年 10 月），頁 223。 
16   在中國古人看來，禮儀是聖人本諸天道，取法鬼神而制訂出來的，本質上是宗教的，《禮

記‧禮運》記載，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

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

而正也。」《禮記正義》，卷 21，頁 414。《說文解字》釋「禮」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豊」為「行禮之器」，王國維（1877‐1927）認為「禮」的古字即甲骨文的「豊」字，起

源於宗教祭祀活動，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詳王國維，〈釋禮〉，《觀堂集林》（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卷 6，頁 290‐291。另外，晚近有文字學家指出，古代

行禮常用玉和鼓，禮的本義如《說文》所言，即是指祭神活動中的行為準則，行禮必有

樂相從，而在所有的樂器中，鼓是最具有震撼力與神秘性的，這樣的「禮」字「玉、鼓

奉神」原初意義的揭示，有學者表示，比人類學家「歌舞起源於祭祀儀式」的邏輯推理

更具說服力。詳劉毓慶，〈西周春秋間《詩》之文化角色的變遷〉，《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 期，頁 8‐9。 
17  《尚書‧舜典》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尚書正義》，卷 3，頁 46。案：以上文字在今文《尚

書》中屬〈堯典〉，若依郭沫若所言，本篇實為戰國時代之作，成於子思之徒（《十批判

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291），筆者仍然得說，這種以圖騰崇拜為內容的

祭祀樂舞表演，應該是根據實情而設想出來的，且《呂氏春秋‧古樂》記述上古時代之

「葛天氏」之樂也提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

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榖〉，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

〈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呂不韋著，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藝文印書

館，1974 年），頁 127‐128。 
18  劉師培：「考周代之時，〈象武〉為武舞，器用干戚；〈夏籥〉為文舞，器用羽籥；然

〈象武〉為周代祀神之章，〈大夏〉即夏代降神之舞。三代以前之樂舞，無一不原於祭

神。」〈舞法起於祀神考〉，《劉申叔先生遺書》，第 3  冊，頁 1887：4a‐b。 
19   阮元：「《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為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為形容者，本

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

此而為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

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

《揅經室集》（清咸豐十一年補刊《皇清經解》本），卷 1068，頁 18b‐19a。劉師培：「頌

即形容之容，籀文作額，許君訓容為貌，即訓額字為頌儀；近人阮雲臺謂詩有三〈頌〉，

頌與樣同；其說均確。惟頌訓為容，由於頌備樂舞，古人樂舞以降神，故三〈頌〉均多

祀神之作，此則阮氏所未析也。」〈舞法起於祀神考〉，《劉申叔先生遺書》，第 3  冊，

頁 1886：3b‐1887：4a。案：王國維不認為三〈頌〉各章皆是舞容，備之以參：「阮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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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詩文、音樂與舞蹈的儀式化行為，那麼我們就應該考量：在「頌」與「風」、

「雅」劃為《詩》三百之時，是否正是因為這三者的共同性即在詩歌舞合一，

成為一種可操作的複合儀式？ 

《周禮》「地官」、「春官」皆設立舞蹈之官，20可以想見這樣的專職人員

是儀式得以進行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先秦文獻在論及「詩」的敘述中，似

乎暗示著《詩經》三百篇皆應有配套的音樂與舞蹈。另外《墨子‧公孟》有

「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的記述，21

《禮記‧樂記》也強調完整的「樂」的內容包含舞蹈。22〈詩大序〉提到：「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漢朝初年的《毛傳》在解〈鄭風‧

子衿〉時說：「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23這些記述由於

並未表明特指三百篇中的某些單元而論，因此表面觀之，似乎就是在表達「頌」、

「雅」、「風」同具詩、歌、舞三種元素，當然，事實絕非如此，舞《詩》三

百之類的記載僅是方便性的說詞而已。 

除了「頌」詩之外，具有強烈的定型儀式之需要的是「大雅」，這是《詩

經》中很特殊的一個單元，它有很多詩篇主要是描寫先人發展的歷史與功業，
24看起來應該是祭祀後於宴會時所用，或者基本上就是祀祖之作，因此，部

                                                                                                                                                       
〈釋頌〉一篇，其釋頌之本義至確。然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則恐不然。〈周頌〉三

十一篇，惟〈維清〉為象舞之詩，〈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為武

舞之詩，其餘二十四篇為舞詩與否，均無確證。至〈清廟〉為升歌之詩，〈時邁〉為金奏

之詩（據《周禮‧鐘師‧注》引呂敘玉說，則〈執競〉、〈思文〉亦金奏之詩），尤可證其

非舞曲。《毛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盛德之形容，

以貌表之可也，以聲表之亦可也。竊謂〈風〉、〈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頌〉之

所以異於〈風〉、〈雅〉者，雖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

〈雅〉為緩也。……〈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則其所以美

盛德之形容者，亦在聲而不在容可知。以名〈頌〉而皆視為舞詩，未免執一之見矣。」

〈說周頌〉，《觀堂集林》，卷 2，頁 111‐113。 
20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春官宗伯第三〉：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分見《周禮注疏》，

卷 9，頁 139；卷 17，頁 263。 
21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4 月），下冊，卷

12，〈公孟第四十八〉，頁 456。 
22   除了前面所引〈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之言，〈樂記〉又云：「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

之樂。」《禮記正義》，卷 37，頁 662。 
23   《毛詩正義》，卷 4，頁 179。 
24   其中尤以〈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最具史詩之條件。詳拙文〈從大雅

的幾篇史詩看周民族的興起〉，《孔孟月刊》，25 卷 6 期（1987 年 2 月），頁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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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雅〉之詩配上舞蹈來進行是有其可能性的。25至於「小雅」之作，也

有學者指出具有儀式的特點，26但由今本三百篇中的〈小雅〉內容觀之，這

些作品與「風」詩顯然沒有專配舞蹈的必要，我們也很難相信，在實際操作

層次上，周代官員會將所有的詩歌都配上專屬舞蹈。所以，早期《詩經》之

篇章雖然會搭配舞蹈的動作來演出，但肯定僅表現在特定的場所、特殊的作

品中。再者，舞蹈不像詩文與音樂那麼容易有變化，表演起來卻更為繁複，

這樣，舞蹈就較容易與詩文脫勾，成為一個獨立的部分。因此在實際操作上，

詩文、樂歌、舞蹈三者可以結合，但是切割開來分別演示，亦無不可。例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國公子季札至魯國觀賞周樂，其中「樂」的

展演內容就以「樂歌」、「樂舞」兩部分來分別呈現。若以先秦文獻來看，舞

蹈進行的完整且詳盡的過程與內容似乎沒有出現過，或許這與書面記載很難

處理這種細膩的動態活動有關。另外，除了「頌」詩與部分「大雅」之作應

該還保留舞蹈元素之外，27「小雅」與「風」詩在實際操作中本來就可以憑

音樂與詩文表達高度的文化意義。 

因此，雖說詩、歌、舞為《詩經》之重要元素，但是音樂才是聯繫「風」、

「雅」、「頌」的關鍵。歷代說解《詩經》源流，比較「風」、「雅」、「頌」質

性之差異者，常以此角度進行解析。如「頌」為祭祀之歌，「小雅」是用於宴

                                                       
25   根據孫作雲的論述，〈文王〉、〈大明〉、〈緜〉、〈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

有聲〉、〈生民〉、〈公劉〉等十篇，以往被認為作於周初，或說是周公、召公告誡成王之

詩，但其實都是讚美先公、先王、先妣之歌，全是祭祀歌。〈行葦〉、〈既醉〉、〈鳧鷖〉、〈假

樂〉四篇，就其內容來看，也都是祭祀歌。〈棫樸〉、〈旱麓〉、〈泂酌〉三篇皆讚美時王，

而言及祭祀，這是因為這些歌，是時王在祭祀時祖先以後，舉行宴會，受宴的諸侯、族

人對時王的嘏詞，實際上也是祭祀歌。孫氏並認為，以上十七篇作於周宣王即位後不久。

詳孫作雲，〈論二雅〉，《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 4 月），頁 346‐364。

案：筆者僅同意〈大雅〉有不少作品的確具有祀祖的性質，對於孫氏將〈文王〉、〈大明〉……

等詩判定為周宣王時代之作，則持保留態度。 
26   〔法〕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詩經》是中國的經書之一，它是中國古代

詩歌作品總集，總共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按國別劃分的地方歌謠的匯集，其餘三

部分大都是具有儀式特點的詩歌。」葛蘭言著，趙丙祥、張宏明譯，《古代中國的節慶與

歌謠》（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1。 
27   《禮記‧明堂位》提到魯國在祭祀尚用歌舞合一的〈大武〉、〈大夏〉：「……升歌〈清廟〉，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鄭《注》：「〈大武〉，

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孔《疏》：「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

王樂也。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

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

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禮記正義》，

卷 31，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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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合的樂歌，「大雅」是會朝廟堂之樂歌，「風」則為各地之樂歌，曲調各

有所差異等。28 

「雅」、「頌」的主題與內容，具有較高的歷史意識，必須掌握當時所發

展出的高階文化知識才能產生。我們可以由此而研判其多數之作者當是社會

組成的菁英份子。29加上這兩部分的主題具有強烈的政教意圖，使用的目的

很明確地限制在朝堂宗廟之中，30具有一定的神聖意味，這類的詩歌於創作

完成後公開推廣，或者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之後，自然取得優越的地位，甚至

被賦予更崇高的意義，因此我們很難相信這類的作品，尤其是〈大雅〉中的

幾篇史詩或是頌詩中的祝禱之作在成型之後，還會被一再修改。 

因此，絕大多數的「大雅」與「頌」詩應該可以說是貴族所創作的樂歌，

然後由專職官吏視情況需要而配上舞蹈，使之成為一種定型的儀式。若然，

                                                       
28   最早從音樂性之不同來區分〈風〉、〈雅〉、〈頌〉者大概是北宋的李清臣（1032‐1102），其

云：「〈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

分之，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

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故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

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

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

者所不能易也。」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4 年 12 月），第 3 冊，頁 681。南宋的程大昌（1123‐1195）認為部分詩歌以所配之樂

為名，部分則否：「〈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

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稍有加損也。」《詩論》，清‧曹溶（1613‐1685）輯，陶

越增訂，《學海類編‧經翼》（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頁 217。鄭樵（1103‐1162）

則說得極為簡要：「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者曰雅．宗廟之音曰頌。」《通志》，《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3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3 月），卷前〈總序〉，頁 9：

10a‐b。朱子則言之最詳：「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

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

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國者，

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

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

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

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以上分見《詩集傳》，〈序〉，卷前，頁 2；

卷 1，頁 1；卷 9，頁 99。清代的惠周惕在《詩說》第一條就直指「風雅頌以音別也」，

他特別強調「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小大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

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詩說》，《皇清經解》，卷 190，頁 1a‐b。 
29   〈小雅〉中的〈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詩，由於內容以勞人思婦

為主，性質近似風謠，可能是根據歌謠重新改寫、配樂，當然是例外之作。 
30  《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周延良：「『雅』，在〈大序〉的

界定中最突出的含意是政治倫理，或者說，它提出了政治倫理的語意參照。」《詩經學

案與儒家倫理思想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2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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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大雅」與整套的「頌」詩，其詩文、音樂與舞蹈的配置想必具有一

定的儀式性。31這部分的作品應當是產生後不久即定型，能夠被修改的空間

很有限。兩者的區別在於使用場合與目的之不同，其合樂的樣態或是樂器配

置會有所出入，當然，舞蹈方面肯定也會有階層、規模與內涵上的差異。 

 

三、庶民樸素的思考與感情之發抒：風詩的崛起 

《詩經》有許多篇章表達庶民樸素的思考與感情的發抒，這些話語大多

集中在〈國風〉單元，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待三百篇，這部分可以說是《詩

經》的核心，原因之一是這些作品比起〈雅〉、〈頌〉之詩，創作的時間較晚，

藝術技巧顯得較為高明。然而，迄今我們無法證明這些歌謠清一色產生自民

間，即便是產生自民間的歌謠，也未必是先秦「民歌」的原始面目，其間的

形式與意義之改造工程尚須仔細辨析與推敲。 

「風」雖然有濃厚的民間歌謠之內容，其作者似多為民間百姓，32但是

仔細思考當時貴族壟斷知識學習的情況，應該這樣說：《詩經》之「國風」部

分或許有一些來自民間歌謠，但是書面化的過程則無疑是由貴族或知識人所

主導。33 

                                                       
31   〈大雅〉往往誇張地追述西周初年祖先的功德，頌則代表貴族的宗教信仰，是宗教祭祀

所用的贊神之作。它是一種巫術表演，有一定的周旋起迄，其風格也是莊嚴有節。詳裴

普賢，《詩經研讀指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 年 3 月），頁 14‐15。 
32   許多宋儒開始意識到〈風〉詩的作者身份問題，如李樗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此又

言其變〈風〉之作也。國史者，作詩之人也。變風之作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而總謂之國史者，蓋指其大概也。」《毛詩李黃集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8 月），卷 1，頁 18：33b‐19：34a。林岊：「變〈雅〉

多出於王朝之公卿，變〈風〉多出於其國中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而或者國之

卿大夫、士君子採取其言而為之者。然得列於變〈雅〉，而附乎正〈風〉，則聖人必有以

取之矣。蓋取其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毛詩講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8 月），卷 11，頁 234：9a‐b。鄭樵：「風者，出於土

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六經

奧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2 月），卷

3，頁 63：11a‐b。朱鑑（1190‐1258）《詩傳遺說》：「㬊淵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

必達於政？（朱子答）曰：其中所載可見有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

平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詩傳遺說》，《通志堂經解》（臺北：

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第 17 冊，卷 6，頁 10076：15b。 
33   詳屈萬里（1907‐1979），〈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

明書店，1980 年 1 月），頁 19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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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今所存「國風」詩歌的內容來看，說許多篇章源自於民間歌謠，可

以得到多數人的認同，34至於民間俚俗歌謠會引起朝廷的關注，在改寫後進

入貴族編纂的典籍之中，一般認為與周代政治制度與施政理念有絕對的關

係。 

先秦典籍指出，周廷對民間的生活情形與人民的呼聲極為重視，因此會

時時探訪民情，而詩歌是人民表達思想與情感的重要憑藉，因此官方得藉此

觀取民風。35這種意見進一步為漢代學者繼承，他們認為古代天子有定期巡

狩各地、下令太師蒐集民間詩歌以觀民風的實情，希望藉由採集民間詩歌，

來觀察人民生活的情形與需求。有時則是由地方官員在適當時候，以其所採

的可以見出民生、民意的詩歌獻給朝廷，提供統治者軫念民瘼、獲知民聲的

一個管道。36作為政治行為的采詩活動，其設計理念是要聽取人民的呼聲，

藉以改善朝廷的施政措施，如此則采詩本身也就充滿了民本與道德意味，必

然也會在民間引起迴響，願意配合朝廷的德政，使采詩得以順利進行。此一

流行之說乃是論述《詩經》來源的重要觀點。 

                                                       
34   朱東潤（1896‐1988）雖然對於「〈國風〉出於民間」說強烈質疑，但也僅能表示「〈國風〉

百六十篇之詩，其中一半以上為統治者之詩」、「〈國風〉大半不出於民間」、「〈國風〉未

必出於民間」，未曾認為〈風〉詩皆非來自民間。詳朱東潤，〈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讀

詩四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 10 月），頁 1‐63。 
35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杜《注》：

「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也。」《春秋左傳正

義》，卷 32，頁 562‐563。《國語‧周語上》︰「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

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3 月），上冊，卷 1，〈周語上〉，頁 9‐10。 
36   〈大雅‧卷阿〉：「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毛傳》：「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

師之歌焉。」《毛詩正義》，卷 17，頁 630。劉歆〈與揚雄書〉：「詔問三代、周、秦軒車

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清‧錢繹，《方言箋疏》，《漢

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下冊，卷 13，頁 49b。《漢書‧食貨志》：「孟春

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行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

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以上分見《漢書》，第 4 冊，卷 24 上，頁 1123；第 6 冊，卷 30，頁 1708。《禮

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

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禮記正義》，卷 11，頁 225‐226。《公羊傳‧

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

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6，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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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否真有采詩獻詩以觀民風之政制，並且集結成《詩經》，這個問題

歷來有些爭議，但是以周朝當時的物質與文化條件來看，官方與民間溝通的

管道不多，官方為了掌握人民的意見，聽取士人對於朝政的看法，因而對民

歌或里諺進行蒐集，或者鼓勵士大夫獻詩，藉以補察時政，這一點應該沒有

什麼特別可疑之處，至少，迄今未見有強力的論點與證據可以徹底駁倒此說，
37而這樣的采詩、獻詩制度也是詩篇能夠經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38特別是〈國

風〉這樣的單元，假設此一單元多數是「用雅言譯成的民間歌謠」，39那麼這

些原產於民間的作品，一經採獻之後，其品評、解釋、運用的權力就轉移到

了貴族之手，創作之時的本義如何，已經無關緊要，久而久之，本義也就逐

漸模糊了。當我們說，三百篇的本質是文學性的詩歌時，在這部分表現得最

搶眼的無疑是風詩，可是，在周代的文化生產場中，風詩的文學話語與創作

情境隨著貴族的介入而消失，文化經典則逐漸生成，到了漢代設置經學博士

時，三百篇的經典生成就取得了絕對的合法性了。40 

                                                       
37   清人崔述（1740‐1816）在《讀風偶識》曾據理力闢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之非，

以為采詩說出於後人臆度。詳《讀風偶識》（臺北：學海出版社，1992 年 9 月），卷 2，

頁 17‐18。民初，顧頡剛（1893‐1980）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也指出

「采詩之官」不必定為一個專職，而且在春秋時也見不到這些痕跡了。詳《古史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11 月），第 3 冊，頁 344。錢穆（1895‐1990）在〈讀詩經〉

一文中也反對采詩之說，詳《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蘭臺出版社，2000 年 11 月），

第 1 冊，頁 151‐155。夏承燾（1900‐1986）也舉三例以證班固采詩之說不可信，又舉三

點疑問以明何休各國獻詩之說難以成立。詳〈采詩和賦詩〉，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第 2 冊，頁 33‐35。案：若謂古已制訂出嚴密的采詩、

獻詩法度，則《左傳》、《漢書》等所古籍確實未能提出鐵證，但周朝官方若想讓下情可

以上達，則透過采詩、獻詩的方式，確實最為方便。關於力辯采詩、獻詩制度可信者可

參李曰剛，《中國文學流變史──詩歌編（上）》（臺北：連貫出版社，1976 年 9 月），頁

6‐9；汪祚民，《詩經文學闡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5‐22。 
38   蔣海生：「在采詩、獻詩與斟酌以行事之間已形成了一種有效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公卿及

列士階層的獻詩必然更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目的。因此，儘管鄭衛之聲與廟堂頌

歌相悖千里，但是從瞭解民風、體察民情、補救時弊、效法祖先的意義上講，它們完全

可以作為一個同一性的整體被帝王視為治國安邦的極為重要的資政之書。在此階段，詩

雖然尚未具備作為『經』的全部內涵和功用，但是在中國文化形成的早期以及作為文學

的詩歌誕生的初期即被政治化的現實，卻對今後『詩』的進一步經化起到了歷史性的規

定作用。」〈關於「詩經」經化史的考察〉，《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4 期，頁 67。 
39   引文為屈萬里語，見〈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書傭論學集》，頁 213。 
40   楊子怡：「……布迪厄提出了文學場或者文化生產場的概念。所謂文化生產場，其實是包

含作家、作品得以造就和出現，得以產生實際文化效應的必備條件和多元條件；是權力

場在文學領域中的表現。誰擁有權力，誰就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符號資本或者說文學

資本。……如果我們把傳統《詩經》學放在這種多元化的場域中去考察，那麼，『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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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風」看成是歌謠或仿歌謠，那麼這些作品理應與「雅」、「頌」

一樣，也是可歌合樂的作品，41然而，這些「國風」的音樂是民間當時傳唱

之曲？還是只謄錄詩文，然後重新配樂？又或是參照詩歌原初的音樂，然後

由樂官加以調整、改正，42以符合宮廷或是貴族的音樂文化或所擁有的樂器

配置？依照《詩經》現存的語句來看，四言句最多，大陸學者李蹊推測這是

                                                                                                                                                       
一經產生為什麼就被經典化，文學話語就缺失？而明代以後為什麼終於取得了它的文學

合法性地位？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在多元的文學場中去審視

《詩三百》由『經』到『詩』的生成過程，我們會發現：經典的生成與文學的生成同樣

都有它們的合法性。」〈論文化詩經與文學詩經的生成〉，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

刊》第十輯（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頁 190‐192。案：楊氏所說的布迪厄是法

國思想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依布迪厄的說法，「一個場域可

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

（configuration）」。簡單來說，「場域」（champs）是由各種社會地位和職務所建構出來

的空間，其性質決定於這些空間之中各人所佔據的社會地位和職務，亦即，「場域」就

是那些擁有相對自主的空間，並具有自身法則的社會圈或小世界，此一社會圈或小世界

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生產物、價值觀、思想、制度、組織、規則的人員組合而成的多元複

合體。相關資料可參〔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Wacquant）著，李猛、李康

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133‐134。

朱偉玨，〈超越社會決定論──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再考〉，《南京社會科學》2006 年

第 3 期，頁 87‐96、李俠：〈打破中國科學場域的封閉特性〉，「中國科學院」，

http://www.cas.cn/jzd/jlt/jrdhp/200709/t20070921_1688288.shtml。2012年5月 12日下載。 
41  鄭樵：「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

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

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

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通志》，卷 49，

〈樂略‧樂府總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3 月），頁 1：1a‐2：2a。馬瑞辰：「……程大昌謂：『〈南〉、〈雅〉、〈頌〉為樂詩，自〈邶〉

至〈豳〉，皆不入樂，為徒詩。』其說非也。或疑詩皆入樂，則詩即為樂，何以有刪詩訂

樂之殊？不知詩者載其貞淫正變之詞，樂者訂其清濁高下之節。古詩入樂，類皆有散聲

疊字以協於音律，即後世漢魏詩入樂，其字數亦與本詩不同，則古詩之入樂，未必即今

人誦讀之文一無增損，蓋可知也。古樂失傳，故詩有可歌，有不可歌。」〈詩入樂說〉，《毛

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上冊，卷 1，頁 2。皮錫瑞：「《史記》曰：『三

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之時，詩無

不入樂矣。《漢書》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則孔子之

前，詩無不入樂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

三百。』則孔子之後，詩無不入樂矣。詩之入樂，有一定者，有無定者。」〈論詩無不入

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經學通論》，卷 2，頁 55。相關意見另可參顧頡剛〈從詩經中

整理出歌謠的意見〉、〈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兩文，分見《古史辨》，第 3 冊，頁 589‐592；

608‐657。 
42   案：樂官制度之形成可能早至商朝末年，而周公則為周朝樂官制度奠定了基礎，約在西

周中後期，樂官制度逐漸達到繁榮。東遷後，周王朝勢力日蹙，至春秋後期，東周之禮

樂官制度已呈現衰勢。詳黎國韜，《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7 月），頁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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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於周代禮儀與生活節奏，43臺灣學者姚榮松則根據當代韻律構詞學

（Prosody Morphology）的理論來探討漢語的韻律詞，並從西方韻律學的韻律

單位來看漢語的音步（foot），從而解釋了詩經以四言詩（兩個雙音頓）最多

的理由。44李氏與姚氏的臆測、推論各自有其專業上的理據，除了文化社會

學與韻律構詞學上的理由之外，筆者以為或許由此也顯示出詩文必須遷就樂

器彈奏之限制，又或者，四言形式本來就最能符合當時官方所承認的音樂審

美標準，當然我們絕不能將「國風」的大別為十五單元視為在音樂上的差異，

因為這種說法忽視《詩經》原先採集的動機與風詩分佈地區不同的編輯事實，

更重要的是沒有注意到周代官方樂器配置與彈奏原有一定規範的情形。因此，

固然各國的確在主要樂器與音樂曲調的愛好上有所差異，但是這並非選擇、

編纂的重點，不同地域所代表的意義差異，才是區分「國風」的關鍵。45 

可以注意的是，在《儀禮》「燕禮」的記載中，〈周南〉、〈召南〉的篇章

在正式的典禮上演唱，46另外在鄉禮「無算爵」、「無算樂」階段，賓客可依

                                                       
43   李蹊：「《詩經》四言的形式及其節奏受制於遠古以來的巫術儀式及巫術儀式演化而來的

周代禮儀，而禮儀的節奏則受制於黃河、長江流域農業生產的生活節奏。農業生產的活

動節奏本質上就是生活於江河流域這一族群的生命形式，春、夏、秋、冬四季的時間流

程和東、西、南、北四方的空間轉移，週而復始，確定不移，決定著古代農業生活的節

奏。……漢語和漢字的特點又恰好能夠用四字（四言）形式表現這種節奏，這是一種完

美的天然的巧合。沈穩、流動、週而復始，生命的節奏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因而《詩經》

奠定的四言的語言形式，成為古代典雅散文和散文典雅的重要審美特徵。」〈詩經的四言

形式及其節奏的文化內涵〉，《詩經研究叢刊第六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 3 月），

頁 59‐60。 
44   詳姚榮松，〈韻律音韻學與文學的詮釋〉，林明德策劃，《中國文學新境界──反思與觀照》

（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5 年 3 月），頁 277‐283。 
45   鄭樵：「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

〈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

而分為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係之〈召南〉，得

之王城與豳者係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蓋歌則各

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

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

二〈雅〉，皆以聲别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

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

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

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篇，皆以聲别。古人採詩之時，隨其

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國風辨〉，《六經奧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2 月），卷 3，頁 60：5b‐61：6b。案：鄭樵這

段意見除了論及詩歌的創作時代不宜遽信之外，其謂詩皆可歌，歌則從各國之聲，此說

當是。 
46   《儀禮‧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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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樂惟欲」的原則，自行選擇風詩誦唱。47由是可見，風詩有時也會擔負

起「雅」的部分用途，在宴會中使用。因此，由「頌」、「雅」、「風」的功能

觀之，其共同特徵是儀式性的樂歌，差異則在於使用場合、對象與音樂曲調

風格之不同。 

 

四、春秋貴族階層運用三百篇的文化功能 

《詩經》在先秦貴族階層中毫無疑問具有普遍性的認知，也就是說，多

數人熟習三百篇，這一點可以由「賦詩」、「引詩」的傳統看出。春秋時代的

貴族在外交場合或宴會遊樂中，往往唱出或引述《詩經》某篇某句以表達意

念或感情。這種「賦詩」、「引詩」是使節、貴族間特有的溝通行為，也是一

種在文化上表達認同的象徵行為。48因此若《詩經》不具認知的普遍性，這

樣的「賦詩」、「引詩」毫無成立之可能。49 

                                                                                                                                                       
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

授瑟乃降。……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

〈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儀禮注疏》，卷 15，頁 171‐173。 
47   《儀禮‧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

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

鄉樂唯欲。」鄭《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

〈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賈《疏》：「鄉樂，〈周南〉、〈召南〉者，上注以二〈南〉

為鄉大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但鄉燕同樂，上正行飲酒，歌〈小

雅〉，今燕不歌〈鹿鳴〉、〈魚麗〉，是避國君也。」《儀禮注疏》，卷 10，頁 102‐103。 
48   顏崑陽曾運用「社會文化行為現象」的概念論述「中國詩用學」，他引用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1864‐1920）、舒茲（A.Schutz, 1899‐1959）與歷史學家菲利普‧巴格比（F. Bagby）

的理論，將「社會行為」界定為一種具有「特定動機」並指向於他人的行為。依照這樣

的理論，「賦詩」、「引詩」就是當時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正如顏氏所言，「把『詩』

當作『社會行為』的『語言媒介』使用，以達到詩歌本身藝術性之外的某種社會性目的。

這樣的行為，不是個人偶發性的，而是社會上某一階層普遍地反覆在操作而又自覺其價

值的模式化行為」。詳〈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輯（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9 月），頁 211‐253。 
49   依據現代符號學家的說法，大量的日常會話，包括情感交流在內，其言詞信號的使用是

用來確立人們之間連結的契約，而不適用於交流思想的任何目的，在社會交流中，語義

信息的密度通常不高，詳基爾‧伊拉姆（Keir Elam）著，王坤譯，《符號學與戲劇理論》

（板橋：駱駝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192。可是，春秋時代正式場合的賦詩、引詩

與此不同，說者唱者的每一句話語都值得對方推敲、考慮，其所說所唱的內容都是有意

義的。假若大量的社會交往都是致力於保證其能順利進行和維持所涉及到的聯繫，則這

樣的言語行為的完成通常並無明確之界線，有時也顯得無足輕重。可是，古代的賦詩、

引詩，其對話的語內表現行為進程對於行為的發展來說，是至為重要的，適當的賦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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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詩句的作用不外乎是訴諸權威、顯示博學與作為話語的修飾，這些

不同的作用都有文化連續性的功能。50理論上援引經典或權威語句應該依照

文本整體意義，可視為語境（Context）意義的重現與還原。亦即最理想的情

況是，雖然引述《詩經》篇章之某句，但是所表達的意義卻應該是包攝整首

詩歌原義。不過這樣的要求會遇到很大的問題。首先，《詩經》是一個歷史悠

久的文本，在時間與空間所產生的距離之下，要求所有的使用者或學習者能

正確的沿用、探索原義，這並不容易。或許在《詩經》文本被蒐集、集成的

過程中，原義就被逐漸湮滅了。另外一個問題在於實際使用上，片語隻句的

使用比整篇複誦符合溝通習慣。因此在摘取詩句的過程中，整篇的意義往往

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轉而指向特定文句的話語意義。因此我們往往可以看

到春秋時期朝廷士大夫、貴族文人「賦詩言志」、「引詩以代替部分的辭令」，

而又允許對於詩的內容「斷章取義」的現象。51「斷章取義」對後代的《詩

經》學研究者而言，會認為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習慣，甚至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賦詩斷章在春秋時期的上流社會，卻是眾所公認的三百

篇之靈活運用方式。應該這樣說，詩人本義如何，並非當時讀《詩》者的唯

一關注目標，引用經語，未必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52最重要的是，

應用詩句時能否有效而精準地表達自己所要傳達的旨意。53當然，此一目標

                                                                                                                                                       
詩（特別是賦詩）巧妙的地達成了雙方的溝通訊息，只有完成這一語言結構，外交酬酢

的行為才算得到完整的演出。 
50   詳吳萬鍾，〈先秦引詩用詩方式與《毛詩》的解釋〉，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七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 9 月），頁 123。 
51   春秋時代，賦詩多在列國諸侯卿大夫之聘問典禮中舉行，屬於宴饗之禮的儀節。所謂賦

詩言志並非自創詩篇誦唱，而是利用現成而為人們所熟知的詩篇來演唱，透過詩句以表

明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情意，而且所取詩句中的片語單詞之義可以與原詩無關。言語上

的引詩則是「誦詩」，它不是辭令的主體，所引的詩文只有強調或註解的作用，至於方法

則原則上仍然是「斷章」的，不過也有照章句原意，作直接或間接的引證者。詳何定生，

《詩經今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 9 月﹚，頁 11‐34。 
52  陸九淵（1139‐1192）：「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與曾宅之〉，《陸九淵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1 月），卷 1，頁 6。 
53   《左傳》記載，「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

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春秋左傳正義》，卷 38，頁 654。盧蒲氏與慶氏同姓，不宜結婚，但盧蒲癸以「賦詩斷

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之比喻，來回應「子不辟宗，何也」之問，學者常以此例

以見春秋時代賦詩取義之自由。這樣的自由賦詩，有如鄒其昌所言，「無論是在外交場合

還是在其他目的方面，人們對於《詩》都有一種『心照不宣』之感，在用《詩》時也就

不必著意於對《詩》之斤斤計較，旨在於用詩來加以『暗示』或『含而不露』達到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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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否達成，得由發受雙方來決定，絕非單方面的行為與想法所能奏效。亦

即，使用《詩經》話語進行溝通或文化認同行為時，收受雙方對於《詩經》

文本的語言文字不僅必須極為熟悉，還得同樣具有靈活的推想與詮釋能力。

因為此時三百篇之符號所蘊含的意義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動的，當符號的指

向會隨時飄移時，賦詩者所關注的是對方能否接受他所要傳達的訊息，而收

受者此時也就成了動態的詮釋者，他的任務不是去解析詩歌文本的原始涵義，

而是要假設賦詩者正是詩歌的作者，此時，雙方關注的是賦詩的效果，只要

有一方對於三百篇不夠熟悉，運用不夠靈活，就算是失敗的賦詩行為。總之，

先秦貴族尤其是外交使節在使用《詩經》話語進行溝通或文化認同行為時，

篇章原義可以暫時擱置，能不能達到有效溝通或是優雅地展現文化行為才是

他們所關心的課題。 

我們如果進一步觀察春秋之時貴族對《詩經》的運用，就會發現《詩經》

成為文化象徵的展示，在宴會中引詩、賦詩幾乎是貴族必備的能力。尤其在

外交場合中，即時利用《詩經》的詩文表達立場或意圖，可謂具有某種難度

的高雅之溝通技巧。54但是，這些貴族在外交、宴會場合援用《詩經》，或許

是為了不要增添彼此的負擔，也或者有時是臨時性的徵引詩歌，所以割裂地

使用詩文成為常態。如此則《詩經》的意義對使用者而言，成為零碎的資料

單元，接受者也必須刻意不去理會詩句的上下文之意義。理論上，理解與詮

釋文本時，「循環」的過程極為重要，讀者往往必須參照上下文，循環往複，

才能正確判斷整段文字的意義。55可是，賦詩引詩的收受者，卻必須反其道

                                                                                                                                                       
間的心靈溝通，達到自己的目的。」〈以詩說詩與以序解詩〉，《詩經研究叢刊》，第六輯，

頁 124。當然，任何一方的賦詩斷章要讓對方心知其意，前提條件是雙方都要極為熟悉三

百篇之全部內容。反過來說，既然對於彼此的用詩都能心照不宣，正表示春秋時代的貴

族是如何地熟讀《詩經》文本。 
54   所謂賦詩，是指選賦某一詩篇或詩句，借詩以言志，進而表達外交立場與意見。《左傳》

所載之賦詩資料凡三十六見，與外交有所關聯的賦詩共二十七見，交際之雙方必須以當

時之主、客觀語境為依據，進而解讀對方賦詩所蘊藏的言外之意，以達成言語交際與溝

通的任務，以語用學（Pragmatics）角度而言，外交賦詩是一種「間接言語行為」。詳陳

致宏，《語用學與外交辭令》（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 12 月），頁 67‐68。當然，

由於賦詩不是單純地誦詩，所以也有其難度，《左傳》的一段記載，說明了宴飲賦詩讓人

不能不緊張、謹慎以對：「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

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春秋左傳正義》，

卷 15，頁 252‐253。 
55  西方有所謂「技術詮釋學」這樣的流派，他們為本文的理解與解釋指出一個「正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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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才能讓《詩經》的運用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初的《詩經》應用大約有

整套的操作模式，在使用場合與詩文、音樂甚至是舞蹈是有一定的儀式規範

的。顯然，由春秋貴族在外交場合語正式宴會時運用《詩經》表達意義、凸

顯主旨的行為來看，這一套儀式並不適用於當時複雜而又細膩的溝通模式與

習慣。《詩經》的使用可以有意或無意地重點式選取自己所要的詩句，時日一

久，《詩經》原有的儀式規範極有可能與群眾脫離，更重要的是，當意義可以

切割地選用，則《詩經》的全詩理解重心也必然由整體走向片面。也就是說，

春秋時代貴族對《詩經》書面意義的自我理解，凌駕整體意義。 

春秋時代貴族對《詩經》書面意義追求的是自我理解，這也代表《詩》

與樂終將逐漸脫勾。如眾所知，周人一向善於運用封建宗法的組織與禮樂教

化的力量來穩定其血緣、進行其統治，禮樂制度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由周公所

制定、推出，56而在整個春秋時代的禮樂發展之下，「《詩》樂」是作為雅樂

的基本文化載體而存在的，廟堂祭典、宴饗鄉飲、朝聘盟會等活動都會使用

《詩》樂。只是，進入春秋末期，隨著周王權的式微，社會制度產生極大的

變化，文化上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音樂逐漸突破「禮」的束縛而自

行發展，娛樂性較強、不受禮教束縛的新樂逐漸取代了雅樂，57所謂「鄭衛

之音」這類的容易使人心志放蕩淫亂的新樂小調，不僅吸引了民間百姓，連

王公貴族也為之沈迷，58這就促使孔子不得不進行音樂上的撥亂反治的工作，

                                                                                                                                                       
向」，提供理解的規則。其中的貝蒂（Emilie Betti）認為，在理解中，我們不僅要從上下

文的聯繫中獲得一般的語詞意義，還要注意到作者的意圖和什麼是他所認為重要的東西。

詳潘德榮，《詮釋學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 8 月），頁 6‐7。 
56   《左傳‧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春秋左傳正義》，卷 20，頁 352。《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

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

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漢‧司馬遷著，南朝‧

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第 1 冊，卷 4，頁 133。《逸周書∙明堂》：「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

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

大朝諸侯明堂之位。……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朱右曾，《逸周

書集訓校釋》，卷 6，《皇清經解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影印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第 4 冊，總卷 1033，頁 705。《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

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禮記正義》，卷 31，頁 576。 
57   朱孟庭，《詩經與音樂》（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30。 
58  《論語‧衛靈公》記載，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陽貨〉記載，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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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復興魯國的雅樂。59到了戰國時期，桑間濮上之音風靡於世，60中正平和的

雅樂已不復存在，而新聲的流行，使得音樂藝術發展更加專門化，「樂」漸

脫離「詩」而獨立發展。就《詩經》而言，其歌辭的內容、辭義的功能日益

重要，賦《詩》引《詩》斷章言志的習慣，使得運用《詩經》者發現到，與

其重視樂曲，不如著重詩義，這樣才能達到以詩交流與強化思想的目標，如

此，《詩》辭與樂曲的分離成為勢所必至，而一旦《詩》可以（並且已經）

獨立存在時，作為學術範疇的三百篇，後人對其的研究當然主要是在主題意

義的追尋與探索了。61 

                                                                                                                                                       
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分見《論語注疏》，卷 15，頁 138；卷 17，頁 157。

《禮記‧樂記》記載，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禮記正義》，卷 38，頁 686‐692。

李時銘：「鄭與雅之爭其因在於作樂思想，樂以致和特指雅樂，雅重群體，以和為主，

眾人合奏而要致和，則旋律必須單純，技術必須簡易，節奏必須穩定，速度亦宜適中，

太多的變化，徒然導致演奏的錯亂，有違和的要求。雅樂的特色就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

下形成的；至於鄭聲正因為與此背道而馳，注重個別的差異，強調個人情志的發抒，與

樂群相違，故受到撻伐。此外，技術不易做到亦是一因……鄭聲之『淫』原本是形式上

的問題，因為音樂思想的衝突，而被認為是非道德的，於是音樂形式之『淫過』，遂轉

嫁為內容之『淫邪』，馴致後世，『鄭聲』就被當成淫靡音樂的符號……。」〈「鄭聲

淫」在經學上的糾葛及其音樂問題〉，《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2 期（2001  年 5 月），

頁 69‐70。 
59   《論語‧子罕》記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

注疏》，卷 9，頁 79‐80。《禮記‧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禮記正義》，卷 38，頁

663。 
60   當然，戰國諸子只要從政治與文化的功能評論音樂，就會痛恨鄭衛之音，例如《韓非子‧

十過》有一段「好音」的記載，言及春秋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召師涓仿製

現場聽到的悅耳新曲，到了晉國，衛靈公召師涓援琴鼓此新曲，晉師曠阻其彈奏，以為

此係「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故事最後，韓非子以「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

之事也」作為評論。詳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75 年 9 月），卷

3，頁 170‐172。荀子亦云：「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俗

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

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 ，

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

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

之。」〈樂論〉，清‧王先謙（1842‐1917）集解，〔日本〕久保愛增注，豬飼彥博補遺，《增

補荀子集解》（臺北：蘭臺書局，1972 年 9 月），卷 14，頁 5‐6。 
61   不僅人文學科的研究主題都難以脫離「意義」，如同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的學生，挪威籍的弗萊斯達爾（Dagfinn Föllesdal）所言，「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研究的主題上都是相似的，這個主題都與意義密切相關。」江怡，

〈分析哲學與詮釋學的共同話題〉，洪漢鼎、傅永軍主編：《中國詮釋學》第四輯（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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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經」這個名稱大概起自戰國晚期，62但沒有一本經書一開始就以「典

律」（canon）的身份與性質推出，以《詩經》為例，三百篇從樂歌取向轉至

指義取向，是其經典化的第一步工作；在此要特別強調，本文題為「從樂歌

邁向經典」，並不表示三百篇的原初性質是純樂歌，內容表述無人重視，其後

突然產生詩與樂完全分離的情況，變成了讀者僅在乎詩義指向，進而被人哄

抬為經典；而是指出三百篇原以儀式性的樂歌為中心，在研習的過程中，逐

漸地，人們開始注重個人的讀詩感受，以及詩義所帶來的啟迪，最後才進而

企圖探索詩篇所蘊藏的微旨大義，並且以之為經典之一。 

通過本文的說明與解釋，筆者願意在此作出幾點補充性與整理性的說

明： 

（一）完成於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經》，其原始作者出自統治階層、

士大夫與平民百姓，三百篇的內涵因此顯得豐富多變，當然這跟經典構成的

元素不見得具備有多麼密切的關係，事實上，三百篇能成為後世所謂的經典，

這種質性的轉換是經過相當漫長的路程，從樂歌到指義的研《詩》重點變遷

是其中的一大關鍵。 

（二）《詩經》有許多篇章表達庶民樸素的思考與感情的發抒，這些話語

大多集中在〈國風〉部份，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待三百篇，這部分可以說是

《詩經》的核心，雖然這一百六十篇作品多數是來自民間歌謠的改造與精鍊，

我們無法由此見著兩千五百年前的歌謠真相，但卻可以從行吟詩歌向雅文化

的流動過程中，看到中國文學由口耳相傳的里巷歌謠，如何進化成貴族採編

的雅化文學，從而形成傳統文學的經典，並對中國詩學文化產生了長達兩千

餘年的影響。至於「雅」、「頌」的專稱以及詩歌產生的年代比「國風」早上

許多，在歷史的意義上，「雅」、「頌」是《詩經》較早的組成部分，不僅在史

料學上有很高的價值，在研究《詩經》的產生問題上，也頗具啟發之意義。 

（三）詩、歌、舞為《詩經》之重要元素，而音樂則是聯繫「風」、「雅」、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115。 

62   「經」這個名詞似乎不見於戰國中葉之前，透過《莊子‧天下》、《呂氏春秋‧察微》、《荀

子‧勸學》等文獻，則可以相信戰國晚期的人已經稱《詩》、《書》、《禮》為經。詳拙著

《詩經全注》，〈緒論〉，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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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的一大關鍵。絕大多數的「大雅」與「頌」詩乃是貴族所創作的樂歌，

然後由專職官吏視情況需要而配上舞蹈，使之成為一種定型的儀式。因此就

部分的「大雅」與整套的「頌」詩來看，詩文、音樂與舞蹈的配置具有一定

的儀式性。兩者的區別在於使用場合與目的之不同，其合樂的樣態或是樂器

配置會有所出入，當然舞蹈部分肯定也會有階層、規模與內涵上的差異。至

於「小雅」與「風」詩則在實際操作中本來就不需透過舞蹈，僅憑音樂與詩

文就可以表達高度的文化意義。 

（四）「風」、「雅」、「頌」三者的差異是歷來《詩經》研究者的爭

議焦點之一，由於詩與樂的關係極為密切，因此《詩序》風教、王政、「美

盛德之形容」之說，雖全面地顧到了《詩》的創制中社會、政治、宗教的功

能與意涵，但的確忽略了「風」、「雅」、「頌」在音樂歌曲上的差異，不

過，堅持「風、雅、頌以音別」的學者也應該考慮到三者在基本調性上的明

顯差異，這個問題唯有從音樂性與主題內容、作者階層等幾個方面同時進行

比較，才能得到相對周全的答案。 

（五）先秦兩漢文獻頗多以為周朝有采詩、獻詩以觀民風之政制，並且

由此集結成《詩經》，此一記載，後世正反意見不一。依本文之見，由周朝當

時的物質與文化條件觀之，官方極有可能為了掌握人民的呼聲，派遣專員對

民歌或里諺進行蒐集，另一方面也鼓勵士大夫獻詩，藉以聽取各方意見，而

這樣的采詩、獻詩的作法，也是詩篇能夠經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地方

歌謠或士人個別之作，進入官府之後，遭到了專業人士的重整、修改，解釋

權也落入了貴族之手。 

（六）《詩經》以四言句為多，學者對於這一現象的解釋並不一致，本

文以為，或許由此顯示出詩文必須遷就樂器彈奏之限制，又或者，四言形式

本來就最能符合當時官方所承認的音樂審美標準。此一問題有待進一步的論

證。 

（七）春秋時期貴族能夠靈活地運用三百篇，當時《詩經》可說是文化

象徵的展示，在社交場合中引詩、賦詩幾乎是貴族必備的能力。尤其在外交

酬酢中，即時利用《詩經》的詩文表達立場或意圖，是高雅的溝通技巧，也

是有其難度的「間接言語行為」，而「斷章取義」則是當時之人用《詩》的常

態。當詩文意義可以切割地選用時，《詩經》的全詩理解重心也必然由整體走

向片面。既然春秋時代貴族對《詩經》書面意義的自我理解已經凌駕了整體

意義，而其理解又僅限於《詩經》書面意義的追求，這就注定了《詩》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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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必逐漸脫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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